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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吸纳与共生:数字时代纸媒的再媒介化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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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南宁　 530004)

摘要:以“再媒介化”理论为视角,聚焦“痛报”与“口袋本”等纸媒创新案例,探讨数字时代纸媒的转

型路径。 研究提出一条纸媒以“抵抗—吸纳—共生”为逻辑进路的自我重构之路。 研究指出,纸媒可以

通过发扬自身物质性价值,抵抗数字媒介的加速、入侵与虚拟,与其形成差异化竞争;通过吸纳数字媒介

的互动性逻辑,在形式、内容与价值层面实现创造性转化。 最终,纸媒可以与用户和数字平台构建以“社

交”为界面的共生关系,形成新的媒介生态。 研究认为,纸媒的转型绝非简单的数字化迁移,而是通过激

活自身独特的媒介属性,蜕变为数字生态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载体与文化节点,这一观点为传统媒介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超越融合范式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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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纸媒行业出现了两种颇为“出圈”的创新举措:中信出版集团、轻读文库等出版机构推出的

“口袋本”,以及《重庆晚报》《都市快报》等报社推出的“痛报”。 其中,“口袋本”以“适合通勤随身携带”

为核心卖点,通过小开本、轻量化、高颜值的物质形态创新,将书籍重塑为一种现代生活的“随身伴侣”;

“痛报”则以报纸形态为载体,以二次元动漫插画为主要设计语言,成为年轻亚文化群体追捧的“硬通货”

和收藏品。 “口袋本”“痛报”等纸媒的创新凸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它们并未遵循当下媒介发展的

“数字化迁移”的主流路径,而是通过对纸媒本身的物质形态、内容形式和价值理念的创新,成功实现了

市场与口碑的“逆势突围”。 “口袋本”和“痛报”的出现不仅让纸媒在“消亡论”的阴霾中重见光亮,同时

也提示我们,面对在时效、互动、便捷等功能维度上相对于数字媒介的巨大落差,纸媒谋求生存与发展还

存在着另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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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转换:从媒介融合到再媒介化

(一)媒介融合思路下的纸媒转型与不足

数字媒介时代,面对“纸媒消亡论”的质疑和困境,学界与业界的应对策略主要以“媒介融合”范式为

主,主张纸媒应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技术来增强或重构自身的媒体功能和价值。 在这一范式下,
学界已有研究主要以纸媒行业的“5W”为基本框架提出融合策略,例如在传播者层面强调记者群体需进

行思维调整、方式创新和技能拓展[1] ,纸媒机构则应通过跨界、跨域和跨媒等方式,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

源[2] ;在内容层面认为纸媒应当产出有深度和特色的内容[3] ,坚守核心价值,维护公信力和媒体权威[4] ;
在渠道层面认为纸媒应当与新技术深度融合,探索纸媒“云传播”、移动传播和短视频传播等传播渠道的

新形态[5] ;在受众层面提出纸媒应在与新技术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拓展针对用户的“新闻+”服务生态[6] 。
在此范式的指导下,《广州日报》《人民日报》等传统纸媒通过构建“中央厨房”融媒体平台、大力发展新媒

体矩阵及实施移动优先战略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拓展了传播渠道与影响力,被视为转型的成功案例。 可

以看出,现有的“媒介融合”范式是一种纸媒向数字媒介的单向融合,其本质是以数字技术重构甚至取代

纸媒的媒介物质和技术属性。 这一路径虽以求生为初衷,却在过程中不断消解纸媒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

的独特价值,最终将导致纸媒媒介形态的彻底消解,本质上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过程。

(二)再媒介化理论的引入

在“数字中心主义”的媒介融合范式之外,美国学者戴维·博尔特和理查·格鲁辛提出的“再媒介

化”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纸媒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博尔特和格鲁辛认为,“如果一

个媒体‘画地为牢’式封闭发展,将逐渐僵化并丧失创新力,最终被淘汰。 但它可以通过‘再媒介化’借用

其他媒体的资源和灵感,获得新的意义” [7]45。 所谓的“再媒介化”是指一个媒体在另一个媒体中的再现,
即一种媒介挪用其他媒介的技术、形式、社会意义等方面的要素和特征,其目的不仅仅在于重制或复原其

他媒体,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他媒介的基础上探索并发现一种新的媒介样式或形态[7]56。
可以看到,博尔特和格鲁辛并未将“新旧”作为划分媒介优劣和权力关系的标准,而是从更为平等的

角度理解新旧媒介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揭示出媒介发展的本质是新旧媒介之间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补

充、整合和调和的过程。 他们认为“新媒体(需要)以改革旧媒体的特定方式不断求‘新’,旧媒体也(可

以)通过重塑自身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而变‘新’。 新旧媒体在相互修正的过程中缩小差距并延续两者

的关系,确保旧媒体不被淘汰,新媒体依然以各种方式依赖于旧媒体” [7]65。 换言之,在“再媒介化”理论

的视角下,媒介的发展不是线性替代式的此消彼长,而是一种彼此嵌入、互为参照的共生过程。 在再媒介

化进程中,新媒介从旧媒介中汲取其形式、技术与文化逻辑,确保自身的“新”根植于历史的媒介环境和

社会生态;旧媒介则在新媒介的冲击下,基于自身的媒介特性对新媒介的形式、技术和文化逻辑进行回应

和吸纳,进而重新定位自身价值,实现创造性进化。
更为重要的是,博尔特和格鲁辛认为应该将媒介的再媒介化实践放入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

行理解。 他们强调,“我们反驳的是这样的观念,即任意一种媒介都能够独立运作并建立起自己孤立和纯

化的文化意义空间” [8] 。 也就是说,任何媒介的形成、运作和发展,都处在与社会文化意义空间的交织互

动中,二者互相影响。 在此基础上,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进一步明确了“再媒介化”概念中的意识形态

意涵,认为“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与内容,更为关键的是也继承发展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

论特性和意识形态特征” [9] 。 总的来说,媒介的再媒介化实践包含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三个层面,这三

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由表及里、从技术到文化的完整分析光谱[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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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选择“再媒介化”理论为视角,以“口袋本”和“痛报”等纸媒的创新实践为案例,重新审

视数字时代纸媒如何通过抵抗、吸纳与共生三条路径,实现自身在形式、内容和价值三个层面的再媒介

化,进而在当下的社会和媒介环境中确立其不可替代的位置。

二、抵抗:纸媒物质性本体的彰显与价值重估

所谓“抵抗”,是指纸媒采取与数字媒介互补甚至相反的媒介策略,以抵抗数字媒介的强势“融合”。
面对数字媒介的全面渗透和社会文化的深度重塑,纸媒需要在保留和发挥自身的物质性优势的基础上,
通过对内容表征与价值取向的重构,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重新与大众建立联系。 如今,人类社会正处于

哈特穆特·罗萨所描绘的“加速社会”中,科技加速发展、社会加速变迁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导致了时

空、行动与自我的异化[11] ,这为纸媒的抵抗提供了社会文化语境。

(一)具身性屏障:纸媒物质形态的抵抗策略

形式,指事物的本质及其结构方式,兼具外在形态与内在组合特征。 纸媒的“形式”指其作为信息载

体的物理属性与感知界面,包括开本、材质、印刷工艺、装帧设计及其所共同构成的触觉、视觉等感官体

验。 在罗萨所描述的“加速社会”中,数字媒介呈现出“入侵性媒介”的特征———它不仅被人采纳和使用,
更介入人的行为、观念和交往,并据此重塑社会结构[12]121。 在数字媒介的不断嵌入和加速下,个体正丧

失对媒介的感知,数字媒介如同“义肢”一样伴随着人类,使大众产生了严重的媒介依赖和成瘾,个体漂

浮于数字虚拟空间中,导致了“现在的萎缩”;同时个人生活中工作、日常交往、家庭活动、社群参与等等

不同社会行为的边界逐渐消失,导致了私人领域的坍塌。 在此背景下,人们便自然倾向于回归那些具备

物理触感、可预知节奏与交互真实感的媒介形态,以期重建其对自身媒介经验的操控感与拥有感[13] 。
一方面,作为“纸”的纸媒,通过坚守并彰显其物质性本质,可以在数字媒介生态中扮演恢复“媒介间

性”的角色。 媒介间性理论认为:通过文化生产实现的意义表达往往需要以“媒介间”的距离为物质性前

提,构成文化的符号和叙事要素因媒介间性机制的普遍存在而在流通过程中持续变形和演化,并在这一

过程中给大众带来疏离感乃至陌生感,从而激发批判性思维的形成[12]126。 因此,在一个富含“间性”的媒

介环境中,依赖和成瘾是很难发生的,因为用户所接触的信息生态始终是充满异质性和距离感的,他们也

就难以获得完全“舒适”的沉浸性体验。 作为一种具有稳定实体形态的技术物,纸媒以其有限的容量、确
定的形态与非侵入式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可被感知的媒介界限”。 它不像数字流那样无限推送、自动更

新,而是以物质的完形与封闭性,阻断了信息的无限侵扰,为使用者划定出清晰的认知与时间边界,从而

为恢复个体对媒介的真实感知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媒”的纸媒,可以凭借其独特的触感反馈、翻阅的节奏韵律与精心经营的视觉语言,

在读者阅读时召唤其进入一种专注、沉浸的心流状态。 相较于数字媒介以视觉为中心、以电子屏幕与算

法节奏为核心特征的交互范式,纸媒对触觉、嗅觉等被遮蔽的身体感知的调度,能重建“人—媒介—世

界”的感知关系。 如狄德罗在《论盲人书简》中指出:“触觉使我们确信外部事物确实存在,也是唯一能够

验证它们的形状及是否真实在场的感官” [14] 。 这种具身化的交互仪式不仅在多感官层面与读者建立了

情感关联和象征认同,更在认知与体验深处构筑起一道抵御数字干扰的具身性屏障,从而在复杂的媒介

环境中有效地重建读者的私人领域。

(二)策展性叙事:以专业筛选对抗信息熵增

数字时代,传播技术的下沉带来了网络空间信息的大爆炸,移动设备的泛在连接、社交媒体中“劣币

驱逐良币”的信息生态,以及用户本身的信息素养不足等种种原因,导致人们常常会因为时间、注意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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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资源有限,面临信息过载、认知焦虑的困境[15] 。 对此,纸媒在内容层面的抵抗策略,应着眼于自身独

特的媒介和表征属性,通过扮演数字文化的“策展人”,应对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与认知困境。
纸媒成为数字文化“策展人”,意味着它需依据自身的形态特征与用户定位,从繁杂的数字信息流中

遴选、组织并呈现优质内容,以此抵抗算法的流量逻辑与信息的无序状态。 内容策展,是指针对特定主

题,从某个或多个视角出发,对已有的信息内容进行搜集、筛选、组织、保存,进而呈现、分享的过程[16] 。
策展行为主要包括两个核心环节:一是专业化筛选,二是结构化呈现[17] 。 在专业化筛选阶段,纸媒有限

的版面要求其尽可能呈现高质量有代表性的内容,提升内容的价值密度和权威性;同时,“少而精”的内

容筛选恰好契合用户在信息过载背景下对简洁、可靠认知体验的需求。 如三联书店“满格-历史人文”系

列口袋本,从海量人文内容中精选《何以中国》 《李白:漂泊天涯与愁心寄月》等核心主题,并将单篇篇幅

控制在 3
 

000 字左右,以“去冗余留核心”的内容呈现,为用户提供高效信息获取。
在结构化呈现阶段,纸媒通过版面布局、视觉设计和印刷工艺,不仅能为内容赋予清晰的信息层级与

审美秩序,将碎片化信息重构为逻辑清晰、意义连贯的认知图谱;而且通过主动引入多元视角、设立内容

对比或设置跨语境关联等措施,纸媒能帮助读者打破算法推荐导致的认知隔离,引导读者进入更开放的

意义解读。 仍以“满格-历史人文”系列中《李白》口袋本为例,该口袋本以三面开口刷边工艺、低饱和封

面设计构建视觉引导,又按“人生轨迹—作品内涵—时代背景”逻辑编排《李白》一书内容,使读者对李白

获得了超越零散诗歌的整体性认知。

(三)价值重估:“慢媒介”与公共性的再建构

数字时代的社会加速首先指向的是时间结构的改变。 现代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使社会的时间结构

逐渐从线性、持续、准确的工业性的“钟表时间”,转向点状、散乱、没有持续性的“媒介时间” [18] 。 在数字

时代,“媒介时间”进一步加速为对即时性的追求,在移动通信设备和互联网的技术座架上,养成了随时

随地沟通、传播和接收信息的习惯,彼得·沃德勒称其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 [19] 。 与此同时,时间的加

速“消灭”了空间。 媒介通过建构数字时间,将以往要在很长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缩短为瞬间,用时间的压

缩消灭了空间的距离,催生了依附媒介“加速”存活的即时性文化[20] 。 时空结构的改变造成了个体的感

知悖论,如梅洛维茨所说,“通过电子媒介,无论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在我们所处的任

何地方。 但是当我们无处不在的时候,也没有了特定的地方” [21] 。 因此,纸媒可以通过重塑“慢”与“真”
的媒介意识形态,以“稳固”对抗“流动”,以“沉淀”对抗“消逝”,既在空间维度重建具身化的公共对话现场,
也在时间维度构筑可留存、可传承的文化物质基础,从而在数字生态中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文化位置。

在“慢”的层面,对纸媒来说,不管是作为“纸”的物质性体验,还是作为“媒”的仪式性操作,都是其在

加速社会中占据“慢媒介”生态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袁艳认为,技术之“慢”并非出自技术的某种固有

属性,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技术和文化操作,这种操作让技术某些原本隐形的物质性变为可见,使技术成为

“在场” [22] 。 如前文所述,纸媒可感知的媒介形式、独特的触感反馈、翻阅的节奏韵律与精心经营的视觉

语言等,都使读者在阅读纸媒的时候感知到技术的在场,从而进入韩炳哲所谓的“生命的凝思”,品味“飘

散着芳香的时间” [23] ,避免坠入忙乱飞奔的时代。 在此基础上,纸媒还可以通过更多创新进行“慢”的建

构,例如可以通过定期发行和更新,为读者营造一种可预期的、富有节奏感的接触仪式,在信息即时泛滥

的数字洪流中建立起稳定而稀缺的时间秩序。
在“真”的层面,纸媒可以凭借其物质性与文化象征意义,通过“时空占据”与“文化沉淀”双重策略,

抵抗数字媒介的虚拟性与易逝性,重构公共意义与集体记忆。 一方面,纸媒可主动运用更大开本、主题化

视觉策划与定期更新等策略,超越信息载体的功能限定,转型为塑造公共文化、激发群体对话的“公共景

观建构者”。 例如,当前已有众多主打怀旧与文艺主题的餐厅、酒吧、咖啡馆等公共消费空间,将过期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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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一种复古的、具有审美性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媒介,用作墙面装饰、区域隔断或氛围营造元素,借由实

体占据重新激活公共空间的对话潜能与文化温度。 另一方面,纸媒可通过版本限量、编号发行、特装设计

与艺术合作等方式,将自身从即时性信息产品转化为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化物件。 在这一语境下,纸媒不

再是速朽的新闻载体,而是承载时代印记、审美观念与文化精神的物质档案,以其可触摸的实体性、设计

的独特性与发行的稀缺性,抵抗数字信息转瞬即逝、迭代频繁的遗忘特质。 例如,某些独立杂志与艺术书

刊通过手工装帧、作家签名、插图版画等方式,强调其作为收藏品的艺术价值与长期意义,进而吸引读者

珍藏媒介。

三、吸纳:对数字“互动性”的转译与内化

所谓“吸纳”,是指纸媒作为一种旧媒介“反向”再媒介化数字媒介的形式、内容与文化逻辑,以实现

自身的革新发展。 隋岩等认为,互动性是手机、电脑等新媒介的根本特征[24] 。 在数字媒介时代,互动性

指向的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反馈,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逻辑与用户体验。 互动性强调媒介使用的

沉浸参与、即时反馈与多维连接,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单向传播的壁垒,构建一种开放、响应且可延展的

意义生产过程。 在 2016 年 8 月召开的第 12 届全国网络编辑年会暨 2016 年数字出版与新媒体研讨会

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副主任刘成勇就曾提出,我国目前传统纸媒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读者”变

为“用户”,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互动性[25] 。 因此,具备互动性是纸媒“反向”再媒介化数字媒介的一个

基本出发点。

(一)界面重构:纸媒对数字互动性的形式吸纳

数字媒介时代,移动终端所定义的互动性已深刻重塑用户对媒介形式的期待,其核心在于追求一种

即时响应、操作开放且具身参与的使用体验。 纸媒在形式层面的互动性变革逻辑在于,首先通过形态革

新具备即时响应性和场景适配性,与用户建立随身连接;然后通过形式设计进一步增加用户的互动体验。
首先,纸媒需要突破传统静态的阅读场景设定,通过物质形态的革新主动嵌入受众碎片化、流动性的

日常生活间隙之中,实现即时响应和场景适配。 物质形式的革新的核心在于,通过大小、重量与材质的精

细设计,降低纸媒的获取与携带成本,使之能够像数字设备一般融入通勤、等候、差旅等流动的、非正式的

时空情境中。 例如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百句》口袋本系列图书,明确提出该口袋本系列的主要目

标受众是“通勤时间里的上班族+出差旅行途中的求知者+需快速抓取中华经典名言名句的使用者” [26] 。
为了满足受众的这些场景化需求,该口袋本系列采用 32 开本设计,使其不再是需要放在桌面上、双手捧

着阅读的笨重媒介,转而成为能装进口袋、像手机一样单手持握的移动性媒介,进而能够精准嵌入用户碎

片化的生活间隙,实现纸媒与加速社会中用户的流动时空的再适配。
其次,在此基础上,纸媒需进一步将互动性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语言,通过可操作、可反馈、可延展的物

质界面设计,使用户从静态的“读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 例如,可以通过在书籍、报纸等纸媒的边

缘预留笔记边栏或设置可书写区域,使用户能像使用手机一样随看随记;通过设计可撕页、可折叠结构引

导读者手动拼合信息碎片或构建立体模型,将阅读转化为具身的认知游戏;通过内置二维码,使读者可使

用移动设备扫描获取动态图像、音频讲解或扩展信息,构建“纸媒触发-数字延展”的交互回路,在保留纸

质阅读聚焦感的同时融入数字媒介的层次性与流动性等。

(二)语态转译:纸媒对网感文化与叙事逻辑的内容吸纳

纸媒在内容层面具备“互动性”,要求其在内容选择上捕捉并策展符合大众兴趣与文化潮流的议题,
在语态和叙事逻辑上吸纳并转译数字文化的表达方式与叙事结构,最终与用户形成认知和情感层面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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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互动。
在内容层面,如前文所述,纸媒根据自身媒介特性对数字内容的策展,可以缓解信息过载和算法推荐

带来的认知困境。 同时,信息内容在与读者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其本身就具备媒介的互动属性。
因此,纸媒对特定文化主题与圈层化内容的组织和策展,能主动呼应并承接数字原生内容中已凝结的用

户关系与情感认同,避免市场转化的“冷启动”。 例如,《都市快报》推出的子刊《都市痛报》,通过与《盗墓

笔记》《全职高手》等经典热门 IP 的联动,不仅将自身打造为承载高质量动漫的、具有收藏价值的媒介实

体,而且广受相关 IP 粉丝的追捧,获得了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
在语态和叙事的转译方面,纸媒需要在语态和叙事逻辑上更加贴近大众,以便能够融入当下社会大

众的日常交流话语。 李立峯认为,“一种媒体吸收另一种媒体的话语与材料并融合到自己的内容中来,经
过调试再传播出去是再媒介化的主要方式” [27] 。 在叙事学的视角下,叙事是“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

互动”,[28]语态和叙事结构是双方进行动态的建构身份和协商关系的工具。 文学理论家伊瑟尔曾提出

“隐含读者”的概念,即“每一部作品都在自己内部把所谓的‘隐含读者’编入代码” [29] ,对“隐含读者”的

考量会影响文本的语态和叙事结构。 在纸媒的转型中,需要将自身内容生产的“隐含读者”从传统的严

肃型读者转变为当下趣缘化和情感化的用户。
一方面,纸媒需要在语态上更加活泼近人,以便能够融入当下社会大众的日常交流话语,进而尝试创

新、引领和塑造新的交流范式。 主动将弹幕语言、网络梗、表情包等数字符号元素,通过字体设计、版式构

图、插图融合等纸媒特有的视觉语法进行“转译”,使之成为版面中有机的叙事单元。 另一方面,纸媒内

容需要在叙事逻辑上从传统单向、线性、闭环的文本叙事转向互动式、场景化、分众化的多模态叙事。 首

先,应打破“作者中心”的线性闭环结构,运用“叙事留白”召唤用户参与,构建互动式叙事。 纸媒可借鉴

伊瑟尔的“召唤读者”理论,在叙事中刻意设计信息缺口,让用户成为叙事的延伸者而非结论接收者[30] 。
其次,转向场景化分众叙事,精准匹配不同趣缘群体的需求。 数字时代的“隐含读者”是按兴趣划分的小

众群体,例如针对宠物爱好者,可将科普知识转化为“我家猫呕吐后我如何应对”的情感化故事。 最后,
应融合数字多模态逻辑,充分发挥纸媒的视觉叙事优势。 将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文字

与视觉协同叙事,用信息图替代文字冗余,用视觉符号增强叙事网感,如在娱乐报道中融入手绘风格表情

包和弹幕式批注作为视觉旁白,打造“文字讲故事+视觉补情绪”的多模态体验。 这些叙事逻辑的转型,
本质是从以纸媒为中心的传递逻辑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互动逻辑,通过激活参与、精准匹配和强化体验,
真正将数字叙事优势深度内化,实现纸媒叙事模式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三)参与式赋能:打造可参与的纸媒

洛根在《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一书中指出:“我们所谓的‘新媒介’是这样一些数字媒介:
它们是互动媒介,含双向传播,涉及计算,与没有计算的电话、广播、电视等旧媒介相对” [31] 。 这一表述蕴

含着人们对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发展所赋予的最重要的期待———通过互动而实现的参与性[32] 。 这种

参与性具体指向两个层面:一是人的个体维度的参与,即经由人对于技术的控制而实现的人对自身的感知

和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人的公众维度的参与,即通过社会层面的参与性文化,实现信息和知识的民主,将个

体从大众媒体的霸权下解放出来。 因此,纸媒在形式和内容层面对互动性的再媒介化,最终的指向是将“参
与”从一种可选的用户行为,升华为纸媒存在的根本价值主张。 这意味着纸媒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交互”的
物体,而是成为一种能激发深层参与、维系共同体关系、并赋予行动以意义的文化装置。

实际上,不管是前文所述的纸媒凭借自身物质性为读者带来的触感反馈和阅读仪式,还是通过互动

性设计形成的可操作、可反馈的物理界面,都构成了读者对纸媒在个体维度的参与。 然而,在价值层面的

再媒介化进程中,这种参与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营造一种“慢”的阅读体验,而在于其本身就是一种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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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主体性建构的“自我技术”。 读者通过批注、折叠、拼合等身体性参与行为,主动介入并重塑了媒介

文本的最终形态与个人解读。 这一过程将阅读从一种纯粹的认知消费,转变为一种反身性的自我对话与

实践。 纸媒的价值因而超越了其内容载体功能,成为一个可供读者进行自我书写、意义赋予与身份形塑

的互动界面。 它通过赋予用户改造媒介形态的权力,使他们从意义的消费者转变为意义的生产者,并在

这一创造性实践中获得了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这是纸媒在个体参与维度所能提供的重要价值。
同时,纸媒对参与性价值的再造,需实现更广泛的公众维度的参与性实践,即通过更深层次的开放和

互动,将自身塑造为群体共创和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平台。 这要求纸媒重构传统的“传者-受者”的单

向权力结构,打破其在形式创造、内容生产和出版发行等各个层面的封闭性,赋予读者平等参与的权利。
具体而言,纸媒可通过建立机制化的众包与协同创作模式,将公众智慧深度融入媒介生产的核心环节,例
如在形式创造层面发起封面设计公众投票或插画师公开征集,在内容生产层面策划基于用户投稿的专题

报道并开辟“读者来信”等专栏,在出版发行层面尝试众筹预售或“读者赞助出版”项目,使支持者直接成

为出版计划的共同决策者。 此类实践不仅能拓展内容生产的边界,更在本质上将纸媒转变为公共文化的

催化者与协调者。 它超越了数字平台上常见的浅层互动,通过制度性开放使公众得以真正介入意义生产

的社会过程,从而实践了参与性文化中的“赋权”理想。

四、共生:构建以社交性为界面的生态互补关系

如前文所述,纸媒通过形式、内容和价值三个层面的抵抗和吸纳,在当下的媒介生态中确立了自身独

特的媒介本体性,并实现了基于互动逻辑的创造性转化。 然而,纸媒要在飞速发展的技术潮流中生存,还
需要与数字媒介及其他社会行动者构建一种协同进化、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 共生的概念源自生物学,
描述了两种及以上生物种群间出于生存需要,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从而

形成互相依存、相互合作、协同进化关系的现象[33] 。 共生理论引入经济学和社会学后,袁纯清将其概括

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 其中,共生主体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

本单位,共生主体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递的媒介、通道或载体则构成了共生界面;共生模式是不同共

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包括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等;共生环境是指共生模式存在发展的外生条件[34] 。
基于这一视角,下文将通过对纸媒与用户、纸媒与数字媒介两对核心共生关系的分析,揭示纸媒如何通过

将“社交性”内化为关键共生界面,在数字生态中实现从功能性共存向结构性共生的跃迁。

(一)情感共同体:纸媒与用户的互惠共生关系构建

社会交往的需求是人的本质需求,也是人成为社会人的必要条件。 “卡茨和阿卡赫斯的‘永恒联系’
概念、齐美尔的‘社交性’及彼得斯的‘纯粹传播’都说明了人类有社会交往的内驱力” [35] 。 数字媒介环

境下人与媒介的社交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用户通过媒介获得社交满足,媒介则借此积

累注意力资本与经济收益,形成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纸媒而言,将社交性“再媒介化”为自身的属性,
进而与广大用户建立以社交性为基础的互惠共生关系,能为其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一共生关系的建

立存在嵌入和拓展两条路径。
所谓嵌入,是指纸媒通过针对性地开发自身的审美性、收藏性和符号性,成为特定群体的身份符号和社

交资本,进而嵌入该群体成员的“媒介组合”,实现跨媒介、跨圈层的传播。 “媒介组合”是安德里亚斯·赫普

提出的概念,指在某一社会领域内相互配合的不同媒介的组合[36] 。 以各大报社推出的二次元痛报为例,痛
报凭借特定的内容选取和视觉设计,成为符合二次元群体身份符号的纸质媒介,同时痛报采取的限量发

行有意制造了一种稀缺感,将原本标准化的机械复制品转化为富含象征资本的收藏性物件,使痛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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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群体稀缺的社交资本。 于是,已经购买到痛报的用户会将其拍照上传到网络空间,没有购买到痛报的

用户则会在网上“求购”,在这一过程中痛报不仅作为“社交物”流转于各二次元爱好者中间,同时二次元

爱好者的分享和交流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触到痛报这一纸质媒介。 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纸媒的文化

影响力,更通过稀缺性发行和符号消费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实现了用户身份认同与纸媒生存发展的双

向互惠。
所谓拓展,是指纸媒主动建立并维护线上或线下社群,自身成为社交的入口与纽带。 安德森曾指出,

作为政治共同体之民族的诞生与印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报纸为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提

供了技术手段[37] 。 在纸媒盛行的时代,报纸、书籍等纸质媒体通过内容和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便可以使

位于不同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形成观念上的共同体。 在当下,纸媒的社群构建策略则更为直接与主动。
一方面,纸媒可以通过再媒介化二维码、社交账号等数字接口,将自身转化为连接线上社群的实体入口。
例如,痛报、口袋书等纸媒通过印制二维码,引导读者加入特定的线上社群(如微博超话、QQ 群、Discord
频道),从而建构起围绕特定文化趣缘的、可即时互动的数字共同体,使纸媒本身成为加入社群的“钥匙”
与身份凭证。 另一方面,纸媒亦可通过组织线下读书会、作者见面会、主题展览等活动,将线上聚集的社

群关系导向线下实体空间,实现线上线下社交场景的闭环联动。 这些实践不仅深化了用户归属感,更使

纸媒从一次性的内容销售转向可持续的社群运营,通过活动参与、会员服务等模式开辟新的价值来源,在
情感联结与经济收益上真正实现共生发展。

(二)从寄生到互惠:纸媒与数字平台的价值循环与生态互补

在当前主流的“媒介融合”的情景下,纸媒与数字媒介是一种“寄生”的关系:纸媒的内容、品牌与权

威性成为数字平台的廉价养分,后者通过聚合、分发与再加工这些资源获取流量与商业价值,而纸媒自身

却在用户流失、广告萎缩与品牌稀释中逐渐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未能从这种单向的价值输送中获得

对等的回报与进化动力。 纸媒与数字媒介的共生关系要超越此种寄生模式,迈向基于优势互补与价值互

哺的互惠共生,需通过重构纸媒与数字平台的互动模式,将纸媒重新定位为与数字媒介的“价值共创

者”,从而实现从单向依附到双向赋能的转变。
具体而言,纸媒可依托其内容权威性、深度性与公信力,与数字媒介的即时性、连接性与技术禀赋形

成协同互补。 例如,纸媒通过主动策划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开展深度调查报道,为数字平台提供高质

量、高可信度的信息内容,帮助平台提升内容品质与用户信任;数字平台则通过其算法推荐、社群运营与

多元分发渠道,将纸媒内容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扩大其传播半径与社会影响,并借助打赏、付费订阅等

数字变现模式反哺纸媒内容生产。 更进一步,双方可共同开发创新内容产品,如联合打造基于纸媒 IP 的

线上专栏、播客或短视频系列,纸媒负责内容策划与质量把控,数字平台负责技术实现与用户触达,最终

通过收益分成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此种共生模式不仅有助于纸媒突破发行与传播的物理限制,触达

更广泛的受众并开辟新的营收渠道,亦使数字平台得以丰富内容生态、提升文化品位与舆论影响力。 最

终,纸媒与数字媒介的关系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二者在相互依存中不断调适自身功能与定位,共同

推动媒介生态系统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剖析纸媒在数字时代的再媒介化进路,审视传统媒介与新兴技术的共生关系。 纸媒“抵

抗-吸纳-共生”再媒介化实践,既是其对数字文化的适应性策略,亦是一种在技术主导时代重构自身存

在意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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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所形塑的加速社会与沉浸式传播环境中,纸媒通过强调物质性、慢体验与仪式感,抵抗数字媒

介的虚拟性、易逝性与过度连接,试图为使用者提供一种可触摸、可感知的“此在”稳定感。 它通过策展

性叙事、互动式设计与参与性平台的建设,吸纳数字逻辑以实现自我更新,却又在本质上致力于对抗信息

过载、认知碎片化与身份流动化所带来的生存焦虑。 纸媒的转型因而超越单纯的功能调适,成为一种具

有深刻人文关怀的“反数字化”实践———它既源于人对深度、意义与真实联结的根本需求,又旨在为人在

数字洪流中提供一处沉思与栖居的“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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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remediation”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novative
 

cases
 

in
 

print
 

media
 

such
 

as
 

“Pain
 

Paper”
 

and
 

“Pocket-sized
 

Book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print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tudy
 

proposes
 

a
 

path
 

of
 

self-reconstruction
 

for
 

print
 

media
 

following
 

a
 

logical
 

progression
 

of
 

“resistance-absorption-symbiosis. ”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print
 

media
 

can
 

leverage
 

its
 

own
 

material
 

value
 

to
 

resist
 

the
 

acceleration,
 

intrusion,
 

and
 

virtuality
 

of
 

digital
 

media,
 

thereby
 

forming
 

a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on.
 

By
 

absorbing
 

the
 

interactive
 

logic
 

of
 

digital
 

media,
 

it
 

can
 

achiev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form,
 

content,
 

and
 

value.
 

Ultimately,
 

print
 

media
 

can
 

buil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users
 

and
 

digital
 

platforms
 

with
 

“sociali-
ty”

 

as
 

the
 

interface,
 

forming
 

a
 

new
 

media
 

ecosystem.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nt
 

media
 

is
 

by
 

no
 

means
 

a
 

simple
 

digital
 

migration,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activating
 

its
 

unique
 

media
 

attributes
 

to
 

evolve
 

into
 

an
 

indispensable
 

emotional
 

carrier
 

and
 

cultural
 

node
 

within
 

the
 

digital
 

ecosystem.
 

This
 

provides
 

a
 

new
 

line
 

of
 

thought
 

beyond
 

the
 

convergence
 

paradig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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